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词学范畴之“重”与“轻”

杨　雨

　　 【摘要】　清代况周颐提出“重、拙、大”之“作词三要” ,将“重”定性为词学的三大基本范畴之一。词学范

畴之“轻”与“重”的形成和界定有一个独特的过程 ,一方面 ,词之题材内容由“轻”入“重”;另一方面 ,随着社

会的动荡变迁 ,词体本身题材的丰富扩大 ,意象风格也从局限于轻柔婉媚而扩大到庄严厚重、慷慨雄壮。从

内涵的界定来看 ,词之“重”者 ,既指词作外部风貌的浓墨重彩、题材内容的包孕丰富 ,又蕴涵了沉挚深厚的

感情、思力深刻的思想以及沉着雅正的气格等等。 相对而言 ,“轻”范畴的涵义更具多重性 ,褒贬兼而有之:

既可指向语言意象的轻清倩丽、艺术风格的轻灵浑成 ,也指向题材内容的单薄狭隘 ,流于轻浅、缺乏浑厚沉

着之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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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词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一种重要文体 ,在长期的发

展过程中 ,与其它的各类文体及文学理论相互影响、相

互补充 ,既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的理论精华 ,又逐渐形

成了其“本色当行”的独特概念和范畴。正是一系列逐渐

清晰的概念和理论范畴 ,概括和规定了词本身的形式特

色、创作方法、艺术价值 ,逐渐使“词”真正成其为词 ,确

定了词与其它文学题材的畛域和联系。伴随着词体本身

的盛衰过程和词学理论的不断积淀 ,“重”与“轻”的矛盾

关系亦成为说明词之特性的一对重要范畴。

一、词体的发展与社会变迁

词学理论批评中“轻”与“重”这组范畴的内涵与传

统诗文大旨一致 ,但作为一组重要的对待性词学范畴 ,

由于词体发展的独特性 ,“轻”与“重”的形成和界定也有

一个独特的过程。

(一 )由“缘情”之“轻”入“言志”之“重”

词源于燕乐 ,自坊间歌楼来 ,前者决定了其配乐歌

唱的词体特性 ,后者则决定了其多言男女怨情的民歌特

色。与传统诗歌题材包罗万象、风格崇尚遒劲高古不同 ,

词为适应歌管弦吹的花柳繁华、温柔富贵 ,逐渐凝定为

轻巧艳媚的特质。

诗之道广 ,而词之体轻。 道广则穷天际地 ,体物状

变 ,历古今作者而犹未穷。体轻则转喉应拍 ,倾耳赏心而

足矣。[1 ]

从本体论的角度出发考察诗词之差异 ,应是切中肯

綮的。反而求之 ,诗之所以能“穷天际地 ,体物状变” ,词

之所以只能“转喉应拍 ,倾耳赏心” ,当与诗、词各自所处

的社会文化背景及文人骚客的文学心理有极大关系。

《花间》艳曲往往播于画堂玉楼、酒筵饮席 ,锦瑟彤

管时与觥筹交错 ,绿衣红袖惯于浅斟低吟 ,词在这种软

玉温香的土壤里自然生长得格外柔媚、轻靡。 温氏等花

间词人在创作上有着明显的鹜趋侧艳的共同倾向 ,故欧

阳炯在为赵崇祚编《花间集》所作的序言中 ,将词定为

“艳科” ,不仅揭举出了当时词坛的创作趋向和审美风

尚 ,也代表了五代文人对词的一般看法。 词评家也多将

花间词视为“侧艳” ,就花间词直承于宫体诗这一关系来

看 ,此语与“轻侧”有共通之处。

南唐诸词人 ,有甚于花间者。就内容而言 ,仍不脱花

间美人、男女艳情的五代习气 ,然而由于家国动荡、身世

飘零 ,南唐词人尤其是李★、李煜、冯延巳等帝王臣子对

忧患安乐之思、黍离麦秀之悲等种种生命之观感 ,皆有

不同程度的触及 ,词发展至此方始呈现出沉挚、阔大的

要素。北宋的承平富贵 ,风流闲雅 ,虽则文人学士以各自

深厚的学养为小词注入了沉着的深致 ,但并没有从根本

上改变词为小道、卑体的潜在意识。 即使如苏轼以诗化

的胸襟和笔触将词的题材几乎扩至无限大 ,无事不可入

词 ,亦无言不可入词 ,但凭借一己之力 ,并未彻底扭转歌

者之词时代的婉转绮靡。词题材的扩大直待南渡诸贤才

最终完成: 对国破家亡的耻辱 ,对朝廷无能怯懦的愤慨 ,

对恢复无望的沉痛 ,无不寄于长短句之中。 无论是豪放

派的大声镗★ ,还是风雅派的缠绵悱恻 ,词不再仅仅逗

留于闺房儿女之间的你昵我侬 ,而是“通之于《离骚》、变

雅之义” ,承载了厚重的君国之思、身世之慨。继承《风》、

《骚》的传统 ,以男女之情通之于君臣之忱 ,即可从根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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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改变词为侧艳的轻薄面貌。时代的剧变既使南宋诸人

蒙上了沉重的心灵创伤 ,也造成了词风的转折性变化。

即使如闺中之李清照也由 “从前轻盈妙丽的望夫词如今

变成了沉重哀伤的生死恋歌 ,词境由明亮轻快变成了灰

冷凝重” [2 ]。

纵观唐宋词史 ,唐五代词的意象主要来源于闺房绣

户和青楼酒馆 ,至柳永、张先、王安石、苏轼而一变 ,他们

开始创造出与文士日常生活、官方生活相关的意象和自

然山水意象。 至南渡词又一变 ,此时词中开始出现与民

族苦难、社会现实生活相关的意象 ,尤其是辛弃疾的出

现又使词的意象群出现了一次大的转换。

有容乃大 ,正是社会的巨变导致文人生活状态与情

感的落差 ,由此表现题材得到极大丰富 ,才使词之风格

争相斗妍 ,词之内涵由虚入实、由轻入重 ,那些具有深沉

历史感和庄严使命感的词作无不呈现出厚重沉着的气

派和风格。

由此可见 ,词之题材内容由“轻”入 “重”体现了这样

一个轨迹: 作为一种酒席欢筵上倚莺声燕吭而歌的音乐

文学作品的轻清妩媚 ,走向文人笔头抒君国之怀言一己

之志的深远厚重 ,虽然表现形式不同 ,但在题材内容上

词上升为一种几乎可与诗抗衡的重要文体。

(二 )意象、风格由“轻”入“重”

词以缘情为本职 ,以婉约为正体的特性 ,以女性叙

写为主要题材、情致的轻柔妩媚导致了词在意象方面

轻、柔、媚的整体倾向。 例如词经常运用 “风”、“云”等意

象 ,“既反映出宋人敏感、细腻、脆弱的心理气质 ,同时也

反映了他 (她 )们自身的万种风情和弱不禁风” [3]。

就词的整体风格而言 ,女性化的轻柔妩媚似乎是天

生注定的词之美学特征。但随着词文人化、诗化的趋势 ,

尤其是豪放派作为主旋律之外的“不和谐音”成了词坛

不可忽视的现象 ,并且以其雄壮厚重的美感特质冲击着

婉约优美的主旋律 ,形成强有力的矛盾和对比 ,丰富着

长短句的表现领域。

……张元★仲宗因胡邦衡谪新州 ,作 “贺新郎”送

之 ,坐是除名 ;然身虽黜 ,而义不可没也。 张孝祥安国于

建康留守席上赋“六州歌头” ,致感重臣罢席。 然则词之

兴观群怨 ,岂下于诗哉。[4]

二张之词不再是轻吟疏柳淡月、清风流云 ,而代之

以气贯长虹的“关塞”、“征尘”、“霜风”、“笳鼓”、“昆仑”、

“万里江山”等苍茫凛然之意象 ,营造一种“慷慨悲凉”的

艺术氛围 ,“数百年后尚想其抑塞磊落之气” [5]。 由此可

见 ,随着社会的动荡变迁 ,词体本身题材的丰富扩大 ,意

象也从局限于轻柔婉媚而扩大到庄严厚重、慷慨雄壮。

就词的体式而言 ,北宋初年以前流行的小令因其体

裁的局限 ,审美特质倾向于抒发轻灵清浅的艳情 ,即便

有深厚的个人情感孕育其中 ,也因意象选择的轻柔而使

小令整体上呈现出淡雅之美。这种以小令之轻柔为当行

本色的现象一直到柳永登上词坛方始得以改变 ,他大力

创作的慢词长调 ,打破了五代以来小令一统词坛的局

面 ,从而为词朝表现更富于深度和广度的重大题材方向

发展奠定了根基。

小令以轻、清、灵为当行。 不做到此地步 ,即失其宛

转抑扬之致 ,必至味同嚼蜡。慢词以重、大、拙为绝诣。不

做到此境界 ,落于纤巧轻滑一路 ,亦不成大方家数。 小

令、慢词 ,其中各有天地…… [6]

正是柳永这种开拓性的创造 ,才为词表现更丰富更

广大的容量提供了重要条件 ,也为 “豪放”、“重”等一系

列范畴的凸显提供了承载的空间。 之后的苏轼、周邦彦

前后相续 ,一豪放一婉约 ,皆是承柳永的体式而各自光

大之。

词体意象风格以及题材内容之由“轻”入 “重” ,另外

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传播方式的变迁: 从示现媒介系

统时期的歌者之词 ,到再现媒介系统时期的文人之词。

在前一阶段发展过程中 ,词主要藉“歌者”的演唱传播 ,

这种口头传播方式的娱乐性、即时性和随意性在很大程

度上决定着词题材内容之“轻浅”、意象风格之 “轻柔”。

后一阶段 ,则主要依靠文人的案头创作 ,再通过书简、刊

行、乐工歌唱等多种途径流散播扬。显而易见的 ,更富于

文化审美素养的文人已经把填词 (传播者 )的第一角色

夺取过来 ,妙知音律而文学素养稍逊的乐工不得不退居

二线 ,成为连接作者与接受者的辅助角色。 正是这一角

色的转变 ,促成了词体由“轻”而“重”的衍变: 第一 ,就传

播媒介本身来看 ,“歌者之词”靠的是口耳相传 ,缺乏稳

定性和更多的思维过程 ,容易流于轻浅 ; “文人之词”则

主要以书籍为载体 ,思维更复杂 ,表达也更蕴藉、更确

定、更沉着。第二 ,就创作态度、动机和目的而言 ,词章乐

曲是“歌者”赖以谋生的手段 ,功利性往往是第一位的。

在创作过程中 ,更多地考虑到歌者和听众的需要 ,因此

题材和意象选择难免流于轻俗 ,此王国维所谓“失之纤

小和轻薄”也。文人之词时代的创作 ,受到正统诗教的影

响 ,即使考虑到词与艳情的血缘关系 ,词人也大多有意

识地借闺房儿女之言 ,抒发重大的身世、社会、家国之深

慨 ,这也是南宋中后期风雅派词人共同的比兴寄托的创

作倾向。

传播方式的改变从另一角度决定并解释了词由起

源于坊间歌楼的“轻”到文人案头的“重”的转变。反而观

之 ,词之“轻”、“重”范畴的形成、提出和界定 ,又反映了

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传播阶段 ,为适应不同的传播活动

的形式和性质 ,词的创作和审美风尚都会发生相应改

变 ,并由此影响着词学范畴的最终确立和词学理论的衍

变。

二、范畴的提出与理论内涵

“轻”、“重”范畴的孕育、成型既是词体本身发展的

必然 ,也是社会环境影响之结果。 这一进程同时也是尊

词体的过程。 词体既立 ,词论各范畴方才显山露水。

(一 )范畴的提出和阐述

词学批评史上 ,关于“轻”、“重”范畴的论述不在少

数 ,惜乎未成体系。 系统地提出“重”这一范畴的首推清

代的况周颐。况氏在悉心玩读前人妙词、披览前代词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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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础上进行了大的总结 ,他说: “作词有三要 ,曰重、拙、

大。 南渡诸贤不可及处在是。” [7]

况氏提出此说 ,乃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使然。 首先

是词学渊源的影响。清人认为“比兴”是词体固有的特性

之一 ,认为“托喻不深 ,树义不厚 ,不足以言兴 ;深矣厚

矣 ,而喻可专指 ,义可强附 ,亦不足以言兴。所谓兴者 ,意

在笔先 ,神余言外 ,极虚极活 ,极沉极郁 ,若远若近 ,可喻

不可喻 ,反复缠绵 ,都归忠厚” [8] ,从而赋予“比兴”本诸

忠厚而出以沉郁的内涵。况氏的“重、拙、大”说正是这一

词学思想的承继和发挥。

其次 ,况氏的词说融入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治词体

验。南宋诸人遭逢家国之变 ,多怀故土之思 ,词作即便如

“七宝楼台 ,眩人眼目” ,亦都韵味醇厚 ,言小旨远 ,特多

黍离麦秀之思。 晚清社会剧烈变革 ,作为灵心慧质的敏

感文人 ,况氏同样经历着易代的身世、时事、政事的沧桑

之感。况氏的门生赵尊岳在《蕙风词史》里对其治词之经

历有详细记录:

先生初为词 ,以颖悟好为侧艳语 ,遂把臂南宋竹山、

梅溪之林。 自佑暇进以重大之说 ,乃渐就为白石 ,为美

成 ,以抵于大成。

先生辛亥后 ,幽忧憔悴 ,于词益工 ,凄丽迥绝。 盖故

国之思 ,沧桑之感 ,一以寓声达之 ,而又辄以绮丽缘情之

笔出之 ,遂益见其格高而词怆。[9]

这就难怪况氏遥隔千古而与 “南渡诸贤”惺惺相惜

了。

况氏论词 ,首要是“重” ,而其藉以参照的对象 ,则是

“南渡诸贤”。

重者 ,沈着之谓。在气格 ,不在字句。于梦窗词庶几

见之 ,即其芬菲铿丽之作 ,中间隽句艳字 ,莫不有沈挚之

思 ,灏瀚之气 ,挟之以流转。 令人玩索而不能尽 ,则其中

之所存者厚。沈着者 ,厚之发见乎外者也。欲学梦窗之致

密 ,先学梦窗之沈着。即致密、即沈着。非出乎致密之外 ,

超乎致密之上 ,别有沈着之一境也。[10]

况氏以“沉着” 释“重” ,实际上就是指词人创作从妥

帖、停匀到和雅、深秀再到精稳 ,最后才能到达的沉着之

境界。陈廷焯论“沉郁温厚”似之 ,而陈氏之说乃是自诗

评中出 ,并企图以沉郁风格笼盖色彩缤纷的词苑。

诗之高境 ,亦在沉郁。 然或以古朴胜 ,或以冲淡胜 ,

或以钜丽胜 ,或以雄苍胜: 纳沉郁于四者之中 ,固是化

境 ,即不尽沉郁 ,如五七言大篇 ,畅所欲言者 ,亦别有可

观。 若词则舍沉郁之外 ,更无以为词。[11]

相比较而言 ,况氏将“重”提升到了气格的高度 ,不

仅涵纳了沉郁的风格 ,而且标举了沉着的内质 ,已经完

全摆脱了诗评的牢笼而成为体现着词体特性的独特范

畴。

况氏以“词心”、“词境”论词 ,“重”亦属词境之一种。

这应该可以说是王国维“境界说”的先导。

饮水词……意境虽不甚深 ,风骨渐能骞举 ,视短调

为有进 ,更进 ,庶几沉着矣。 [12]

这种境界其实也就是周济在《介存斋论词杂著》中

提出的“精力弥满”的境界 ,即指词在内容上充实深刻、

在表现形式上“纯任自然 ,不假锤炼”的境界。 它是在词

人平时养护性情、观通书卷 ,从而在创作时“情真理足”、

笔力包举的基础上形成的。 另外 ,况氏以吴文英为例说

明“重”的理论内涵 ,自有其特殊缘由。清中叶以来 ,论词

注重比兴寄托 ,而特推崇南宋 ,尤重吴文英、王沂孙诸

人。 梦窗词向来以“致密”著称 ,其中沉着深远的情感寄

托往往被表面的艳词丽句所掩蔽。 故况氏特以此为例 ,

郑重声明: “重”者 ,“在气格 ,不在字句” ,用心可谓良苦。

除了“沉着”的“气格”之外 ,构成“重”这一范畴的还

有什么呢? 况氏未曾明言 ,但《蕙风词话》屡屡提及“涩”、

“凝重”、“穆”、“重大”等相关范畴 ,或可视为“重”的补足

和丰富。

况氏对 “轻”的论述较少 ,主要是作为揭示词体特性

的“重”的对立面而出现 ,是必须力戒的。 这一点况氏的

门生赵尊岳阐述得很清楚 ,他认为况氏论词格宜重、拙、

大 ,“举《花间》之闳丽 ,北宋之清疏 ,南宋之醇至 ,要于三

者有合焉 ;轻者重之反 ,巧者拙之反 ,纤者大之反 ,当知

所戒矣” [13]。

虽然况氏着力标举“重、浊、大” ,但作词亦有宜轻不

宜重者。 此不宜者有三:

其一是体裁之别。 “小令、慢词 ,其中各有天地 ,作法

截然不同。何谓轻、清、灵 ,人尚易知。何谓重、大、拙 ,则

人难晓。如略示其端 ,此三字须分别看。重谓力重 ,大谓

气概 ,拙谓古致。工夫火候到时 ,方有此境。 以书喻之最

易明 ,如汉魏六朝碑版 ,即重大拙三者俱备。轻清灵不过

簪花美格而已。然各有所诣 ,亦是一种工夫 ,特未可相提

并论耳。如以作小令之法作慢词 ,以作慢词之法作小令 ,

亦犹以习簪花格之法习碑版 ,以写碑版之法写簪花格。

反其道而用之 ,必两无是处。” [14]

其二在声律。 “填词贵能以轻御重。此则关乎工力 ,

不外熟能生巧。 难题涩调 ,守四声 ,辨阴阳 ,以及限韵步

韵等 ,在能手为之 ,何尝不举重若轻。 非然 ,未有不手忙

脚乱者。” [15 ]

其三为气韵。清陈匪石列出作词十六字要诀 ,其中

有“轻”、“清”、“空”等重要范畴 ,却只字不言 “重” ,而以

与“轻”相近的“清”为最 ,认为“重则板 ,轻则圆。重则滞 ,

轻则活” ,“轻、圆、活”并提 ,追求的是一气流转、无滞无

碍的境界。 究其实际 ,亦是以气格论词 ,从品格入 ,自词

境出。 “轻”与“重”之矛盾 ,是在有寄托之“重”情“重”意

的基础上 ,在创作技巧和笔法上又能举重若轻 ,包重于

轻 ,此与周济的 “有寄托入 ,无寄托出”之论殊为接近。

(二 )轻重范畴的内涵界定

1、形式

“轻”、“重”相对相成 ,这对范畴在词之体裁、声调以

及文字、意象特色等形式化的方面差异颇大 ,如体裁有

小令之轻盈与慢词之典重之别 ,声调有轻重缓急之不

同 ,而意象既有重叠繁复“重” ,也有疏快清新之“轻”。

2、内容

前文已经探明 ,“轻”、“重”就题材、内容的分量而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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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文学批评中的运用是极常见的 ,如《文心雕龙》有“文

外之重旨”的说法 ,“重旨者 ,辞约而义富 ,含味无穷 ,陆

士衡云`文外曲致’ ,此隐之谓也。” [16]

后世词评家将这一意义援引以论词 ,用以指代词所

能涵括的意义、言外之重旨:

至今曰词学所误 ,在局于姜、史 ,斤斤字句气体之

间 ,不敢拈大题目 ,出大意义 ,一若词之分量不得不如是

者 ,其立意盖已卑矣 ,而奚暇论及声调哉! [17 ]

此外 ,意义重大的题材、密集厚重的用语用事等等

也可涵括在“重”这一范畴里面。

《花间集》欧阳炯 (浣溪沙 )云: “兰麝细香闻喘息 ,绮

罗纤缕见肌肤 ,此时还恨薄情无。”自有艳词以来 ,殆莫

艳于此矣。 半塘僧鹜曰: “奚翅艳而已 ,直是大且重。”苟

无《花间》词笔 ,孰敢为斯语者。[18]

此词极尽暗示情爱之能事 ,可谓艳到露骨了。 但就

题材而言 ,无论诗还是词 ,爱情都是具有普遍意义的重

大题材。其次 ,以浓墨重彩的情爱场面来表现刻骨相思 ,

虽然近于淫靡 ,实是有意为之。 再者 ,若以寄托解读此

词 ,男女欢爱未必不可通于君臣关系。 题材重、色彩重、

用语重 ,由此三者观之 ,此词“直是大且重”已矣。

3、品格

“轻”、“重”范畴在品格这一层次上的内涵 ,更多的

是通过其衍生范畴体现出来。如“重大”、“轻清”、“轻滑”

等:

问哀感顽艳 ,“顽”字云何诠。释曰: “拙不可及 ,融重

与大于拙之中 ,郁勃久之 ,有不得已者出乎其中 ,而不自

知 ,乃至不可解 ,其殆庶几乎。 犹有一言蔽之 ,若赤子之

笑啼然 ,看似至易 ,而实至难者也。 [19 ]

两宋钜公大僚 ,能词者多 ,往往不脱簪绂气。魏文节

杞虞美人咏梅云: “只应明月最相思。 曾见幽香一点、未

开时。”轻清婉丽 ,词人之词。 专对抗节之臣 ,顾亦能此。

宋广平铁石心肠 ,不辞为梅花作赋也。[20]

中国文学受人攻击之点有二: 一曰粉饰。 ……二曰

游戏笔墨。……今日研习各体文章 ,轻滑之作固不足道 ,

而过于蹇涩亦非所宜。 [21]

在况氏之前 ,李清照曾提出词要分“清浊轻重” ,属

于词的声律范畴。这与况氏所论述的“重、拙、大”并非同

一序列的问题 ,但却不无可通之处。盖前者为形式 ,后者

为内容 ,音律的清浊轻重自与内涵的轻重保持着某种一

致。况氏在论及词之对偶时也提出“深浅浓淡 ,大小重轻

之间 ,务要侔色揣称” [22] ,这实际上也是从词律的角度上

提出的某种规范。 虽然况氏的“轻重”并不主词律 ,而主

要是就内涵气格而言 ,但由此仍可看出况氏也注意到了

形式与内容须讲究协调一致。 词之品格高下 ,从立意的

高度上决定着词之“重”与“轻”。

由此观之 ,词之 “重”者 ,既指词作外部风貌的浓墨

重彩、题材内容的包孕丰富 ,又蕴涵了沉挚深厚的感情、

思力深刻的思想 ,以及沉着雅正的气格 ,等等。 相对而

言 ,“轻”范畴的涵义更具多重性 ,褒贬兼而有之:既可指

向语言意象的轻清倩丽、艺术风格的轻灵浑成 ,也指向

题材内容的单薄狭隘 ,流于轻浅、缺乏浑厚沉着之致而

言 ,甚至可以目之为轻佻、轻薄的创作风格和 “谑浪游

戏”的创作态度。

关于古代文学范畴 ,有两点值得注意:一是向内 ,与

文学体式密切联系 ;一是向外 ,与时代创作风尚息息相

关。本文探讨词学批评之“轻”、“重”范畴 ,实际上就是以

这一思路为经 ,以 “轻”、“重”的文字学意义为纬进行的。

由此考察 ,“轻”、“重”这对范畴的确立 ,不仅是词体本身

发展的必然结果 ,也是社会文化风尚所致。 词从“轻”到

“重”的过程 ,也就是词由民间歌者之词转变文人士大夫

之词 ,由歌楼舞妓的演唱之词变为书桌案头的纯文本之

词 ,由宴饮娱乐之词转变为文人抒情遣怀之词的过程。

这不仅反映着词逐步从“艳科”、“小道”归于大雅之正的

兴替历程 ,在某种程度上也映射出了时代风气的鼎故革

新和传播方式的发展变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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